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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随着“走出去”战略决策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现出逆势增长的趋势，与此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还没有形成系统清晰的脉络。文章主要从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影响因素、研究视角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性四个方面，尝试对该领域研究最新动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并尝试构建一条以“研发互动—成果传递—内部吸收”为主线的循环技术溢出模型，据此分析已有研究的进展，并对该领域的未来工作提出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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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n OFDI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ate start, with the "going out" strategy decisions being implemente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showing a contrarian growth trends, the associated research has becom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scholars, but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ystem has not formed a clear context. This paper will try to systematically combing and discuss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is field mainly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mechanism of OFDI、the effect factors、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the differences of it. We will try to build a main line of the overflow cycle model with "R & D Interactive- Results transfer - Internal absorb "to progress on previous studies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work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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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学者对有关技术溢出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自2008 年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走出去”战略决策的实施与推进，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现出逆势增长的趋势。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流量来看，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23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7.48%；从存量来看，从2002年的299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8826.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2.59%[footnoteRef:1]。在此背景下有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已成为当前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形成了一批富有见地的理论成果。概而言之，这些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基于技术互动条件、技术传递渠道和技术吸收门槛等不同研究角度分析逆向技术溢出机理；二是从技术差距，企业行为和吸收能力等层面阐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三是利用OFDI代理变量的选取以及不同的代理变量测度方法定量分析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四是通过分析国内外行业差距，技术含量和投资动机的差异等，研究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差异性。本文将从上述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动态进行梳理，并对该领域的未来工作提出相关的建议。 [1: 收稿日期：2016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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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FDI逆向技术溢出机理
        学术界普遍认为OFDI对母国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渠道，即技术溢出和改善母国的劳动熟练程度。郭飞与黄雅金（2012）［1］构建的三角循环传导模型认为，我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由技术传递、技术吸收及技术互动三个联合机制循环作用的结果。符磊和李占国（2013）［2］则认为OFDI技术溢出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海外研发机制，经营成果反馈机制，内部整合机制。参照已有研究，本文试图从研发互动、成果传递渠道、内部吸收门槛三个角度对当前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研究进行梳理。
（1） 研发互动
        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阶段为研发互动阶段。投资主体与东道国的研发环境、战略联盟企业以及相关联的企业群进行研发互动，再通过传导机制传递给海外分公司，海外分支机构通过各种反馈机制再将研究的技术成果溢出到母国的投资主体，最终完成整个研发互动的过程。朱彤和崔昊 (2012) ［3］研究发现中国的OFDI主要倾向于与香港、开曼群岛等避税港进行技术上的互动。Zhang&Daly（2011）［4］认为双横向多边贸易、一定的市场规模、对外开放性以及资源禀赋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发互动产生的条件。符磊和强永昌（2014）［5］通过构建人力资本和产品市场的博弈模型发现，一个自由博弈竞争性市场的创新基础和对创新的激励是孕育逆向技术溢出的温床，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研发互动可能会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韩玉军和王丽（2015）［6］认为人力资本，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势差、制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能力、东道国Ｒ＆Ｄ经费投入是OFDI研发互动的前提。
（二）成果传递渠道
         一般来说，技术的溢出和传递不仅仅受到空间和时间的约束，还会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技术传递的环节会因为距离的远近而影响到逆向技术溢出的大小。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还可以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战略性联盟三种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再经过研发等渠道传递到母国。茹运青与孙本芝（2012）［7］对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研究发现，绿地投资方式下对母国技术的影响为负，跨国并购方式下对母国的技术影响为正，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的传递效率受到其进入方式的影响。董有德和孟醒（2014）［8］利用中国各省分价值链统计的OFDI存量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传递渠道为研发、制造和运营环节，中国东部地区溢出主要依赖于研发，中西部地区溢出依赖于制造和运营，东中部地区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是外商直接投资，而西部地区溢出则主要依赖于对外直接投资。霍忻（2015）［9］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改进了R&D溢出模型，霍忻认为东部地区通过利用研发的传递渠道，再加上其再创新能力较强、金融体系发达、地理位置优越、技术吸收能力较高、对外开放局面全面放开，因此东部地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较中西部地区相比要更为显著。
（三）内部吸收门槛
         通过投资主体与被投资方的研发互动之后，技术通过研发等渠道外溢到母国，此时母国必须拥有一定的吸收能力，也就是达到吸收门槛之后，才能达到OFDI技术寻求的目的。因此ODF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一些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只有当东道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有可能对投资主体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进行有效的吸收与学习， Borenztein（1998）［10］将这一现象形象的称之为“门槛效应”。国内外已有许多文献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效应作过一些探讨。李群峰（2015）［11］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 Bruno和 Lichtenberg提出的技术溢出测度模型相结合，利用面板门槛模型从技术差距和吸收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之间存在双门槛效应，最佳技术差距区间的决定取决于双门槛，只有在这个区间内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达到最大，此时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也是最优的。李梅和柳士昌（2012）［12］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6个方面测算了引发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地区的R&D强度、人力资本等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有显著的影响，当这些指标超过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逆向溢出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沈能和赵增耀（2013）［13］发现开放条件下由于 OFDI的单一效应和国内外技术势差的双门槛效应，使得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空间异质性。Wang& Liu等（2016）［14］通过构建技术势差和逆向技术溢出之间的双门槛回归模型发现近年来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一直在上升。基于上述的研究成果，为了方便对OFDI溢出机理的系统化研究，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加以改进，尝试构建OFDI逆向技术溢出机理循环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OFDI逆向技术溢出机理循环模型
二、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一）技术差距
        目前诸多学者认为技术差距会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差距和母国获得的技术溢出量成正比，即技术差距越大，落后的投资主体吸纳先进技术的空间越大，获得的技术溢出量则越多。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技术差距和母国获得的技术溢出量成反比，即技术差距过大，投资主体学习成本较高且学习进程缓慢，获得的技术溢出量较小。刘明霞和刘林青（2011）［15］认为技术溢出受国内外技术差距的影响，只有在技术差距较小的情况下，同时改善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也就是绝对和相对的吸收能力，才能使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挥到最大。Lia &Strange等（2016）［16］认为东道国和母国存在技术差距，吸收能力、国外现实情况以及当地市场的竞争强度可能会调节OFDI通过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宋跃刚和杜江（2015）［17］采用GMM 法从环境支持能力，产出能力，投入能力，扩散能力四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结果显示就样本总体而言， OFDI 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而缩小技术差距，而制度环境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OFDI 和制度环境对缩小技术差距有显著正效应。
（二）企业行为
        Wei&Zheng等（2014）［18］认为企业的经营策略、创新能力、出口经验等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造成影响。陈岩和翟瑞瑞（2014）［19］侧重于考察企业层面的资源与制度因素对企业国际化战略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国际化行为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的关系，考虑区域制度因素时，外商投资参与调节企业国际化战略行为的逆向技术溢出正向显著；而排除区域制度因素后，外资参与调节企业国际化战略行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陈岩和翟瑞瑞（2013）［20］利用“企业—行业—网络结构”三元决定论的理论体系分析了行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的逆向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国际化的深度进一步增强了企业与行业之间的正向联系，而企业国际化的广度对于企业和行业之间的关系调节效果不显著，企业想通过国际化实现逆向技术溢出的提高需要根据所在行业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国际化网络布局战略。Cheryl&Yang等（2015）［21］从企业组织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中国企业积极地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在东道国市场往往能够享受更低的税收负担和更好的法律保护，这一切都为逆向的技术溢出创造更好的环境与条件。  
        Nigel&James等（2016）［22］发现跨国公司的区位和经营战略选择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能够有效地减少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产生的一些消极的影响，并且外国子公司的技术能力通过逆向的转移实际上增强了其母公司的业绩，提高了母公司的生产力。Helen&Cui（2014）［23］认为企业控股股东的身份，非控股股东的所有权和CEO权力的相互作用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Amon Chizema等（2014）［24］认为企业高管的薪酬与国际管理经验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影响，企业高管的现金薪酬和股权与OFDI呈现负相关的关系。Carmen &Alex（2016）［25］认为，尽管一些公司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来克服他们在母国管制下的竞争劣势，如果这些公司在海外扩张时具备一些竞争优势帮助他们克服在国外投资时的外来责任，此时的逃避型的OFDI是可取的。
（三）吸收能力
        Cohen &Levinthal最先提出“吸收能力”这一概念，它是指发现、吸收和同化外在知识的价值，并最终在商业中运用的能力。衣长军和李赛等（2015）［26］认为吸收能力包括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等，他们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并且在吸收能力的影响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王雷和桂成权（2015）［27］立足于基础吸收能力调节作用的角度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时发现，在各地区之间，西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受基础吸收能力的影响最为明显。宋勇超（2015）［28］则认为各地区对OFDI 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有所不同，东部地区由于人力资本及R&D资金投入较为充裕，更容易从OFDI中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叶建平和申俊喜等（2014）［29］从市场化指数、研发强度、人力资本、经济规模、研发资本存量5个变量指标出发，研究了其对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显示我国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表现出动态特征，吸收能力较强，在相关变量指标跨过门槛之后，两者均得到明显的改善。付海燕（2014）［30］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母国的技术进步促进作用各不相同，有些国家甚至出现抑制作用，这主要取决于其国内研发所代表的吸收能力。
三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视角
国内外学者目前对逆向技术溢出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研究方法也因人而异。随着数据的更新以及相关理论的日趋完善，学者们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得以不断地深入，OFDI逆向技术溢出研究中的测度方法也不断改进。国内外的研究者们研究视角各有不同，因而选择的表征变量也各有侧重。
（一）表征变量的选取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绩效的研究主要选择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来衡量效率，专利发明数量来衡量创新能力，R&D存量衡量创新资源投入等。刘宏和张蕾（2012）［31］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国外先进的逆向技术溢出有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国内的生产率。范丹和刘宏（2015）［32］选取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母国的技术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势差的减小通过自身和对人力资本的作用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吴书胜和李斌（2015）［33］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强度阀值转换和技术研发等条件下，中国OFDI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平滑转换机制效应，在异质性参数假设条件下，两者之间的关系程度呈现显著的非均衡性。张海波和俞佳根（2012）［34］选择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研究的指标利用索洛剩余法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
同时也不乏从资本存量和创新能力角度考察逆向溢出的文献，茹运青和孙本芝（2012）［8］，沙文兵（2012，2014）［35-36］选取R&D经费的投入量作为资本投入表征变量以及专利授权数量作为衡量母国的创新水平的分析指标，研究表明在母国相对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下东道国获取的OFDI逆向溢出效应越有利。Chen等（2015）［37］采用阈值测试的方法选择R&D水平代理变量分析发现， R&D资本存量与FDI和OFDI相比，对中国技术的创新能力影响更为显著，R&D投入与密度具有双重门槛，人力资本存量存在三重门槛。
（二）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测度方法
        早先由Helpman（1995）［38］提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母国自身的 R&D以及东道国的R&D活动，研究结果表明国外资本研发对国内的生产力有促进作用，无论是在国内的产量还是国际技术溢出方面，研发资本的回报率非常高，并由此提出了C-H国际R&D溢出模型，刘宏和秦蕾（2013）［39］曾利用此模型研究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王恕立和向姣姣（2014）［40］则基于 CH 扩展模型从投资动机的视角考察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了更好地衡量国外研发资本的效应，Litctenberg&Pottelsberghe（2001）［41］参照Helpman的双边贸易理论并改进了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提出了OFDI国外资本存量的公式，即著名的L-P溢出模型：
[image: ]                                                              (1)
目前大多数学者沿用L-P国际溢出模型进行研究（李群峰（2015）［12］；宋跃刚和杜江（2015）［18］；沙文兵（2014）［38］；尹建华和周鑫悦（2014）［42］等），而后J.Bitzer&M.Kerekes（2008）［43］在此基础上利用固定资本存量K代替国内生产总值GDP，提出了一种新的测算国外资本存量的B-K模型，即
[image: ]                                                              (2)
Bitzer&Kerekes将溢出效应的范围拓展到第三国，更能充分的反映出企业从国际化行为中获得的逆向溢出。 一些学者在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时多采用此类测算方法加以衡量溢出效应（沙文兵（2012）［38］等），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利用此模型研究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陈岩和翟瑞瑞（2014）［20］；刘宏和薛斌（2014）［44］；范丹和刘宏（2015）［34］等）。
四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性
（一）分行业分析
        Jaime&Xia等（2016）［45］将灰色关联理论应用到OFDI的技术溢出与产业结构之间联系的分析中发现，OFDI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与OFDI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在省级层面的影响比对国家层面的影响更为深刻，尤其是在采矿业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整体产业结构的重塑。Kefei &Offiong（2015）［46］采用GMM法从工业企业的角度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有积极的作用，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取决于国有控股的程度，这种现象在工业部门表现最为明显，在国有企业的逆向溢出效应的影响比非国有企业的影响要更为强烈一些。Kevin Honglin Zhang（2014）［47］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对中国的工业绩效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的贡献率随着OFDI与当地人力资本之间互动的增强而增大。
（二）分技术含量分析
        尹建华和周鑫悦（2014）［44］将中国按技术差距分为低、中、高技术差距三类区域。高技术差距区域存在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中技术差距区域的技术溢出效应则为负，从短期来国内的R&D存量对国内的技术进步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Yongbok&Byung等（2013）［48］认为在同行业中对外直接投资更容易对中国本土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的水平在低技术含量行业尤为突出，国外投资在跨越不同技术水平的其他行业的影响是积极和显著的。
（三）分投资动机的分析
        王恕立和向姣姣（2014）［42］从技术，市场，资源三个方面的寻求动机出发进行实证考察，结果发现，由于受到中国OFDI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的影响，中国中部地区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OFDI存在积极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中国的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均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因此应当积极鼓励技术寻求型的OFDI实现从 “走出去”向“投资技术获取”的跨越。欧阳艳艳和郑慧欣（2013）［49］从寻求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各省市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明显，不及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各省市自身的研发投入影响显著，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中西部地区。刘宏和薛斌（2014）［46］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技术寻求和资源寻求两种投机动机进行比较发现，这两者对我国的技术进步都有一定的贡献，但是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贡献率更大。
五、简评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近几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国内外文献脉络梳理发现，研究在以下三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1）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同时其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不同的技术溢出渠道对东道国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2）OFDI的逆向技术效应确切存在，并且宏观的制度因素和微观的企业行为主体都会影响到逆向技术溢出作用的发挥。（3）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由于跨行业、区域、技术含量等级以及投资寻求动机的不同造成其对东道国各方面影响效果的差异性。
由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的框架不够系统化，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目前对于OFDI溢出机理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总结，并且没有形成系统清晰的脉络，企业作为OFDI的微观行为主体，从其内部运作环节进行归纳总结的研究还比较缺乏。（2）OFDI中研发互动环节主要方式包括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和战略性联盟，这三者都可以一定程度的帮助母国获得OFDI技术溢出，但是对于其效果差异的研究却很少见。（3）目前的OFDI通过技术溢出传递到母国改善母国的技术水平之后横向的扩散影响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4）OFDI的技术溢出在各个环节影响因素众多，一些难以量化和加以衡量的因素，如文化差异，法律制度等目前鲜有学者纳入研究之中。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立足于企业国际化行为主体，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与归纳总结。（2）对OFDI不同的投资方式和进入方式加以区分和量化，对其分别获得的溢出效应加以衡量并相互比较。（3）目前我国公派留学的现象越发普遍，各个部门和公司通过将精英人才送往国外进修实现公司技术的进步，这些人员归国后通过将在国外学习的先进技术传递到公司内部，探寻这种形式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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